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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①

李政君

【提要】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此后十余

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傅衣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但

他不再像社会史论战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开始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

之间的关系; 同时，他也不再“把方法当结论”，用理论方法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

具体化，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傅衣凌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民国时期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
【关键词】 傅衣凌 唯物史观 社会史论战 中国社会经济史 封建社会

发生于唯物史观话语下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仅推动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而且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史学的走向。目前学界虽从多层面揭示

了论战的学术价值，但关于这场论战对同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家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相

关研究尚不多见。傅衣凌( 1911—1988 年) 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其治

学取向形成于社会史论战时期。此后，其具体研究领域虽有变动，但问题意识并无根本改变。梳理

民国时期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历程与特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对现代中国史

学的影响。①

一、社会史论战与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

傅衣凌属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家。1929 年他高中毕业后，进入福

建学院经济系学习; 1930 年转入厦门大学，先入中国文学系，后转史学系，1934 年毕业; 1935 年赴日

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院学习社会学，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回国。② 可以说，1929 年至 1937 年是傅

231

①

①

②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 项目编号:

2021mgczd003) 的阶段性成果。
目前，学界有关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论述，多属其门人弟子的述学及追思性文字，将之置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及现代中

国史学演变背景下的研究性文字不多。相关论文有杨国桢和赵红强的《傅衣凌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学术研究》2021 年第 4
期) 、王日根的《由“体认”“自觉”而“升华”: 傅衣凌治史对唯物史观的践行》( 《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4 期) 、陈支平的《傅衣凌

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 《大连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 、王日根的《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贡献及启示》( 《西南师范大

学学报》2001 年第 8 期) 等。
参见杨国桢、赵红强:《傅衣凌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学术研究》202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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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凌学术成长的重要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社会史论战如火如荼展开的时期。在论战影响下，傅衣

凌初步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志趣。①

据傅衣凌回忆，论战中让他“尤其”感兴趣的是“社会发展诸形态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

题”，②而综观其民国时期的论著可以发现，傅衣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兴趣并不在于要确证它在中

国历史上的有无或从属于哪种社会形态，而在于它所揭示的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所谓“社会

发展诸形态”，也主要集中于秦至清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问题。
首先，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一种描述，但对于这

种生产方式所支配的是什么样的社会，马克思并未作正面界定。这一问题先是在苏联理论界引起争

论，随后传入国内，成为社会史论战的焦点问题。论战中有学者试图将之纳入统一的人类社会形态

演变序列中，如郭沫若提出“原始共产社会”说。但也有不少论者更看重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特

殊性，如杜畏之认为它是原始社会解体后，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并行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但不曾

出现在中国; 李季也将之视为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认为它出现于中国的殷商

时期; 胡秋原和王宜昌则将之视为东方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③ 论战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

解虽然显得有些混乱，但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他们所争论的其实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符合

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普遍性问题，具体到中国历史分析中，就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是否具有特

殊性的问题。傅衣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产生兴趣，正是受了这一争论的影响。
1933 年，傅衣凌先后发表《秦汉的豪族》和《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这是其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起步阶段的两篇文章。《秦汉的豪族》主要将“豪族”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分析其起源、组
织、生活及消亡的历程，相对简略。④《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则不同，该文明确提出了研究中国

社会经济史的路径和旨趣，即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探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如该文“叙

言”批评社会史论战者将“中国是怎样社会”问题“弄得一团糟”时，就提出“他们大概不是忘记了中

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就是不以生产方式为划分的标准”; ⑤随后，又分析马克思所说“大体说来，亚

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

时代”，⑥认为“马氏的意思，就是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她底经济的发展，并不与欧洲全然相同的，

而自有其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此外，文中还具体提出，所谓“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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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傅衣凌不仅初步接触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学说，论战中频被征引的如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沙发诺夫《中

国社会发展史》、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等，也都成为他的案头藏书。他留学日本时，日本学界同样在进行社会史问题论

战，这让傅衣凌更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参见傅衣凌:《治史琐谈》，《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4—35 页。日本学界相关情况，参见陈峰: 《民国史学的转折: 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 1927—1937 )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4—211 页。
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第 38 页。
参见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8—33 页。
傅衣凌:《秦汉的豪族》，《现代史学》第 1 卷第 1 期，1933 年 1 月。至于该文“编者按”中所说，因为“豪族”是“封建制度”的遗

物，与已进入“佃耕制”的汉代社会不相符合，所以难免于消灭，主要是陈啸江( 即“编者”) 在其“佃耕”说的基础上，对傅衣凌所

述“豪族”现象的一种引申，而非傅衣凌的意思，傅对“佃耕说”并不完全认同。关于“佃耕制”( 后改称“佃佣制”) ，参见陈啸江:

《西汉社会史研究发端: 中国“佃耕制”社会论略》，《现代史学》第 1 卷第 1 期，1933 年 1 月。傅衣凌对“佃耕制”的态度，参见傅

衣凌:《中国佃佣制评论: 关于佃佣社会说之意见》，《现代史学》第 2 卷第 1、2 合期，1934 年 5 月。
傅衣凌:《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现代史学》第 1 卷第 3、4 合期，1933 年 5 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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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和封建经济对农民“三位一体”的剥削。① 由此可见: 第一，傅衣凌对亚细

亚生产方式的兴趣，主要在于它所揭示的“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非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有无或从属

于哪种社会形态。后者在傅衣凌看来似乎是无需争辩或不证自明的问题。② 第二，从傅衣凌对社会

史论战者的批评可以看出，他对论战中的相关讨论是熟悉的，而上文已述，论战者围绕亚细亚生产方

式的争论，从相对宏观的层面来看主要是中国社会是否具有特殊性。因此，傅衣凌对亚细亚生产方

式所揭示的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产生兴趣，应该是受到社会史论战的影响。
其次，关于秦至清时期的社会形态问题。傅衣凌感兴趣的“社会发展诸形态”主要是指秦至清时

期的社会形态，这从他早期发表的论文中即可看出。上述 1933 年《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中所

说的“中国的生产方式”，其实就是秦至清时期的生产方式。文中虽然提到，西周以来形成的封建制

度到战国时期已日渐瓦解，但是，对于什么是封建制度，以及为什么西周至战国是封建社会等问题，

傅衣凌并没有论述，他只是将之视为当然的结论，作为其论述的起点。该文重点说明的，是战国时期

发展起来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虽然瓦解了封建经济，但受地理环境限制无法对外输出，只能投

向土地，和残存的封建经济一起，对当时的生产者即农民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盘剥，使得农民沦为

“隶农”，因而，在封建制度瓦解后，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进入了特殊的“隶

农制”社会。③ 不过，到 1934 年，在《略论中国古代仓库制度及其他》一文中，傅衣凌放弃了“隶农制”
社会说，转而提出周代至太平天国前“完全是属于封建社会”。④ 次年，在《晋代的土地问题与奴隶制

度》一文中，他又进一步提出“周秦时代为前期封建社会”，“汉至太平天国前为后期封建社会”，二者

的不同在于后期封建社会“里面存在着很大的商品经济的力量”。⑤ 但无论“隶农制”社会、封建社

会，还是前期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社会，它们都包含在秦至清这一历史时期内。而且，傅衣凌对这一

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特殊性的判断，前后也无根本不同，大致都是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出现了较为活

跃的商品经济，但又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形态; 他改变的只是对这种特殊经济形态的称谓。这就

说明，此时傅衣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界定在封建制度已被商品经济逐渐瓦解的秦至清时期，中国究

竟进入了何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这一问题意识的产生，同样是受了社会史论战的影响。
由于政治立场、理论来源及对唯物史观理解的不同，社会史论战中各方观点可谓纷繁复杂。不过，

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观点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其中之一就是绝大多数论战者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古

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并把此后直至清代 2000 多年的历史视为同一社会发展阶段。⑥ 他们的分歧主要

在于这一阶段到底属于何种社会，诸如“封建社会”( 郭沫若) 、“专制主义社会”( 王礼锡) 、“商业资本主

义社会”( 陈邦国) 、“先资本主义社会”( 胡秋原) 、“前资本主义社会”( 李季) ，等等。⑦ 由于这一历史阶

段的社会性质如何，直接影响着对论战当时社会性质的判断，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道路问题，所

以，论战各方更是争论不休。结果即如时人所说，秦至清这一历史时期竟成了“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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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凌:《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现代史学》第 1 卷第 3、4 合期，1933 年 5 月。
傅衣凌在其早期文字中虽表现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视，但对于这一生产方式是否出现于古代中国及出现于哪一时期等，却

很少专门辨析，他更多的是将之视为当然的结论径直运用。这一点，和下文所述他对西周为封建社会的态度基本一致。
傅衣凌:《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现代史学》第 1 卷第 3、4 合期，1933 年 5 月。
傅衣凌:《略论中国古代仓库制度及其他》，《突击半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34 年 9 月。
傅衣凌:《晋代的土地问题与奴隶制度》，《现代史学》第 2 卷第 3 期，1935 年 1 月。
当然，在起点是春秋或战国，终点是鸦片战争或太平天国运动等具体划分上，观点稍有差异。参见德里克:《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

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2—163 页。
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 修订本) ，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38—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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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谜的时代”，①傅衣凌也曾说“这个谜，真不知多少的人在谜着”。② 因而，探寻这一“谜的时代”
的社会性质，也就成了包括傅衣凌在内的当时很多社会史研究者较为普遍的追求。③

当然，围绕秦至清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当时还有一种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说法，④这是傅衣凌

不愿接受的。他在早期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中，就多次对该说提出异议，如“我并非主社会不变论，

说中国在这二千多年里毫无变动”;“我并非承认中国社会是不变的……其所走的步骤，稍为迟缓罢

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非“毫无变动的，而有循环率的作用”，“后者的循环期常较前者为进步”等。⑤

最后，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相关问题的具体认知还受其师友影响。其中，陈啸江是一个值

得注意的人物。陈啸江是傅衣凌厦门大学时期的同学，二人曾共同组织“厦门大学史学研究会”，一

起研讨社会史论战诸问题。1932 年，陈啸江转入中山大学，但陈、傅二人的交往并未因此中断。陈啸

江在中山大学参与了《现代史学》杂志的创办，而这份杂志也成了傅衣凌发表其早期学术见解的重要

平台。这一时期，陈啸江陆续发表了《新中国的新史学运动》《西汉社会史研究发端: 中国“佃耕制”
社会论略》《为寻求中国历史何以走不上资本主义之路者进一解》等多篇论文。这些论文所探究的

主要问题，就是封建制度瓦解后的秦至清时期，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究竟进入了何种特殊社

会及其原因。陈啸江主张，研究这一问题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对欧洲历史的分期，但必须采用“马克思

分期的根本方法”，即以“历代的生产方式”为标准。据此，他提出: 秦汉以后商品经济虽然瓦解了封

建制度，但找不到对外输出的途径，因而只能和封建经济相结合，“于是中国便渐渐的进化成一种比

封建社会较前进、比过渡的前资本社会又不同的( 佃耕制) 社会，或亚细亚式的前资本社会”。⑥ 和上

述傅衣凌的观点相比不难看出，陈、傅二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问题意识、方法路径乃至对中国社

会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都是相同的，所不同者只是对封建制度瓦解后中国究竟进入了何种社会的

具体判断。加之从二人对唯物史观的认知程度、对相关学术史了解的系统程度，以及对各自观点论

证的周详程度等方面看，当时陈啸江的水平多少在傅衣凌之上。⑦ 因此，傅衣凌早期有关中国社会经

济史的认知，很可能受了陈啸江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逐步奠定了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即探

寻被时人视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的秦至清时期的特殊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长期处于

这种社会而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傅衣凌这种问题意识，在当时学界并不罕见，但在此后十

余年的研究中，他始终贯彻着这一问题意识，并取得了相当成就，这是其值得关注之处。

二、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与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史论战因全面抗战爆发而告一段落，但论战留下的问题并未被遗忘，此后仍有不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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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礼锡:《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7、8 合期，1932 年 8 月。
傅衣凌:《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现代史学》第 1 卷第 3、4 合期，1933 年 5 月。
参见梁庚尧:《历史未停滞: 从中国社会分歧论争看全汉昇的唐宋经济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第 35 期，2005 年 6 月。
代表性观点参见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9 页。
傅衣凌:《略论中国古代仓库制度及其他》，《突击半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34 年 9 月; 《晋代的土地问题与奴隶制度》，《现代史

学》第 2 卷第 3 期，1935 年 1 月;《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现代史学》第 1 卷第 3、4 合期，1933 年 5 月。
陈啸江:《西汉社会史研究发端: 中国“佃耕制”社会论略》，王传编校《陈啸江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
36 页。
陈啸江相关文字，参见王传编校:《陈啸江史学论文集》，第 1—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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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尝试通过更加细化深入的研究，来检视这些问题的真确性，傅衣凌即是其中之一。1939 年，傅衣凌

避居福建永安，偶然发现了一箱明代至民国时期的土地契约文书，并据此写成《明清时代福建佃农风

潮考证》《近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三篇论文，后以《福建佃农经

济史丛考》为题结集出版。除去具体史实的梳理，这三篇论文主要是以福建永安地区的农村社会经

济关系为例，探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特殊性，仍体现了傅衣凌在社会史论战时期形成的问题

意识。
首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进一步论证了前述 1935 年《晋代的土地问题与奴隶制度》中提出

的秦汉以后中国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对此，书中主要是通过判定佃农和地主的社会经济关系得出

的，即秦汉以后的佃农和地主之间不仅有一般的租佃关系，还有身份隶属关系，这和欧洲中世纪的农

奴并没有本质差别，因而，这种社会经济关系仍属封建性质。如该书上编在论述福建地区的佃农因

为租赋沉重不得不靠借贷维生，进而“陷入‘负债隶农化’的深渊”后提出: 佃农“因佃耕地主的土地

与负债的关系，不仅是缴纳规定的租赋即可了事，还发生有身分的隶属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与

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并无差异，因而不能因为佃农和农奴“名称的不同和中国没有严格的农奴制度”，

就“否认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存在”。① 在该书下编，傅衣凌同样强调了佃农相对于地

主的身份隶属关系，即:“佃农只是农奴的化名，因为中国的领主 = 地主对于农奴 = 佃农都一样的得

行使超经济 = 公力的强制权，而在后者且含有债务的隶属关系。”②

傅衣凌之所以从农民的社会经济关系入手论证秦汉以后中国属于封建社会，主要是为了回应当

时学界以这一时期中国没有农奴制为由而否定封建制度存在的观点。如陶希圣在社会史论战中就

曾提出:“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 战国) 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③陈

啸江主张秦汉以后中国为“佃耕制”社会( 后改称“佃佣制”) 而非封建社会的重要依据，也是秦汉以

后的农民相对于地主不再是具有身份隶属关系的农奴，而是“纯依契约成立”的佃农。④ 傅衣凌在

《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中的相关论证，就是针对这种观点而发。如该书“集前题记”所说: 在中国社

会经济史的论坛上，有一派研究者否认秦汉以后中国为封建社会，其证据是这一时期农民和地主的

关系是契约的而非身份的，他们属于国家的自由佃农而非农奴，“这一个推论，和历史的事实是否相

符合呢? 我愿意提供本文所搜集的资料，让大家好好地推敲一下”。⑤

其次，傅衣凌虽然主张秦汉以后的中国属于封建社会，但同时指出这种封建社会的特殊之处，主

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商品经济的活跃，另一是氏族制残余的存在。商品经济的活跃主要体现为

高利贷资本对农民土地的兼并。例如，在永安地区的土地契约中，有几份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农民冯

九珠为维持生计，几次将原有谷田“典当找尽”，最终失去土地沦为佃农的过程。傅衣凌据此提出，冯

九珠这种从小自耕农转变为佃农的过程，“正是极端的表现出中国后期封建制下的高利贷的寄生的

租佃制度的一个发展原型”。⑥ 商品经济在农村虽然活跃，但并非毫不受限，这种限制因素就是傅衣

凌所说的氏族制残余。如他在分析了永安地区大量的地权转移案例后提出: 地权的转移不是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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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傅衣凌:《明清时代福建佃农风潮考证》，《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 1944 年版，第 7—8、25 页。
傅衣凌:《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第 76 页。
陶希圣:《〈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自序》，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陶希圣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2 页。
陈啸江:《封建社会崩溃后中国历史往何处去》，王传编校《陈啸江史学论文集》，第 64—78 页。
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集前题记”，第 1 页。
傅衣凌:《近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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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之间，就是发生在姻亲之间，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正是“氏族制的‘产不出户’的残余”，所以，商人

资本对中国农村封建经济虽起到侵蚀作用，但这种侵蚀主要被限制在宗族内部，使得“地方豪族能够

保持其特殊势力”。① 要之，傅衣凌所说秦汉以后封建制度的特殊之处，就是在经济构成上，商品经

济已相当活跃，侵蚀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关系; 在社会关系上，由于氏族制残余的存在，地方豪族仍得

以维持对农民的统治，维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也是他将之称为“后期封建社会”的原因。
最后，傅衣凌分析了“后期封建社会”的特殊性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影响。他认为，氏族制残

余的存在，虽有助于维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会“萎缩农村的生产力”，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

“资本的原始积蓄”。② 这是商品经济自战国以后已相当活跃，而中国却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重要原

因。同时，傅衣凌又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虽受重重阻力，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并非“停滞”不前。
例如，对于清道光以后佃农向地主缴纳“冬牲”等额外贡纳的苛例被废除，他就认为，这是自然经济随

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走向崩溃的表现，并提出: 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不是停滞的”，只不过“不像

西洋资本主义国家那么直截快捷，在清扫封建主义的残余之后迈步前进，而系与其妥协的解消之下，

作迂曲迟缓的发展”，但其“前进路线”是“合理”的。③

由此可见，《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研究的虽是福建永安地区，但其主旨乃是借此揭示秦汉以后中

国社会性质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如书中所说: 本书“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

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的特点的指明的责任”。④

此外，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还有一项重要贡献，即

拓展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史料范畴。重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社会史论战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的重要转变，食货派即其中代表。但从整体上看，食货派的史料搜集范围，仍以正史、典志等传统文

献为主。如陶希圣曾说:“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一是廿四史，二是地方志。”⑤1935 年至 1937 年，

陶希圣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带领鞠清远、武仙卿等人所从事的社会史资料搜集工

作，主要就在正史等传统文献范围内展开。⑥《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当然也重视史料搜集的基础工

作，但其特色在于突破了传统文献范畴，将史料搜集拓展到账簿、契约等民间文献领域，如该书“集前

题记”所说:“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⑦如前所述，该书的基础史料也确实是

傅衣凌在福建永安发现的土地契约等民间文献。和过去的历史研究相比，从传统文献中搜集社会经

济史材料，主要是研究视角转变后对相同范畴内的史料别择去取的不同; 而对民间文献的发掘利用，

在一定程度上则属于新的史料领域的开拓。后者正是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特色之一，也是

他对 20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贡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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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傅衣凌:《近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第 39 页。
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第 28、59、74 页。
傅衣凌:《近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第 53、58 页。
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集前题记”，第 2 页。
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34 年 12 月。
参见黄宽重:《礼律研社会: 陶希圣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历程》，《新史学》2007 年第 1 期。当然，我们说食货派从传统文献中搜集

社会史资料，主要是就其整体工作而言。该派学人对民间文献也有所论及，如鞠清远《校正江湖必读》( 《食货半月刊》第 5 卷第

9 期，1937 年 5 月) 一文就属此类，只是这不属于其工作的重点。
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集前题记”，第 2 页。
如论者所指出，重视对民间文献的搜集与利用始终是傅衣凌开创的“新社会史学派”或“华南学派”的重要特色。李伯重:《回顾

与展望: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 年第 1 期; 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201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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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成因

傅衣凌在福建佃农经济史研究中再度确认了秦至清时期的社会性质及其特殊性以后，观点

再未调整。此后，他将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了探寻中国为何会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而未能进入资本

主义社会的问题，其切入点主要有两个: 一是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乱”，另一是明清时期的商

业资本集团。
( 一)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社会变乱”的研究

福建佃农经济史研究让傅衣凌注意到一个问题，即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由于土地制度不合理，

屡屡引发农民反抗风潮，但封建制度在“农民军的猛烈冲击”下，“却依然强大”。① 为了解释这一现

象，20 世纪 40 年代，傅衣凌将研究视角逐渐转向了“社会变乱”问题，对太平天国时期的“全国抗粮

潮”“捻乱”“回乱”“团练抗官”等展开了系列研究。其中，傅衣凌提出了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斗争

与统制”的分析框架，即就“斗争”而言，“在经济上，为均富势力与反均富势力的斗争，在政治上，为

地方割据主义与中央专制主义的斗争”; 前者属于“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后者则属于“统治阶

级的内部矛盾”。② 就“统制”而言，封建帝国必须保持与均富势力、地方割据势力的“均衡”，以收“向

心”效果; 一旦均衡被打破，“均富势力 = 地方贫民”与“地方割据主义 = 地方豪族”便会“乘着中央统

治力的松懈”制造“变乱”，“对于中央政权起着离心的作用”。③ 傅衣凌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社会变

乱”的分析，都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的。
首先，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社会变乱”的起因。傅衣凌认为，它们都是“社会经济之畸形发展”和

“清政府统治力松懈”的结果。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是指清中叶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已经造成了农民

和小地主生计的艰难; 而鸦片战争后的银贵钱贱，又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这就造成了均富势

力的不满。同时，乾隆末年以后，各省不断出现的“变乱”已经显露了“中央统治力的松懈”，而鸦片

战争的失败，进一步“暴露出中央治权的破绽”。这又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起。均富势力和地方

割据势力相结合，对“统治力松懈”的中央政权发起挑战，便造成了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乱”。④

其次，既然“变乱”四起，那它们为什么没有推翻封建制度? 傅衣凌认为这和“变乱”的性质有

关，即这些“变乱”的领导者多是地方割据势力，其性质都是地方割据势力挑战中央政权的“封建集

团的内部战争”，而不是均富势力反抗反均富势力的“革命运动”。例如，对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抗粮

风潮，傅衣凌就提出，其中虽有均富势力的参与，“然就其风潮的中心领导人物来说，却与一般的农民

战争有别，而确实实为地方豪族对于中央政权之离心的作用”，“具体的表现出中国地方( 割) 据势

( 力) 乘着封建社会的崩溃，起而与中央政权作剧烈的斗争”。⑤ 对于“捻乱”和“回乱”，傅衣凌也认

为它们“只是地方割据势力乘这大动乱时代企图脱离中央政权的束缚的一种封建集团的内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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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第 46 页。
傅衣凌当时的文字中体现了这种区分，但并无明确表述。这里的表述根据傅衣凌后来出版《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人民出版

社 1982 年版，第 417 页) 时所作的说明。
这一观点，在上述各篇论文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引文参见傅衣凌: 《太平天国时代的全国抗粮潮》，《财政知识》第 3 卷第 3
期，1943 年 9 月。
傅衣凌:《太平天国时代的全国抗粮潮》，《财政知识》第 3 卷第 3 期，1943 年 9 月。
傅衣凌:《太平天国时代的全国抗粮潮》，《财政知识》第 3 卷第 3 期，194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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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农民战争。所以，其“破坏力虽足以一时震撼清朝的封建统治”，但终究“未

能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运动史有较进步的作用”。①

可见，傅衣凌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社会变乱”的研究，重在说明这些“变乱”的性质属于封建集团

的内部战争，目的不在于反封建，因而也就无法推翻封建制度，不能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进而言

之，傅衣凌的研究对象虽是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乱”，但目的则是要借此透视整个封建时期“社

会变乱”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正如他分析“捻乱”结局时所说: “于此，也

可使我们连带的体验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的一个因素。”②

应该说，傅衣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他的目的。但若就其“中国封建社会斗争与统制”框

架中所提的两种斗争来看，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其实主要是政治上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专制政权的

“内部斗争”不能打破封建制度，至于经济上均富势力与反均富势力的斗争，亦即“以农民为主体的

革命运动”能否打破封建制度，傅衣凌并没有提供正面的结论，虽然他肯定了这种斗争的历史意义。
直到 1947 年，他在《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区经济与佃农风潮》中才提出:“我们纵不敢说中国

的农民战争，是造成中国封建经济之停滞的一个有力的因素，但中国史的佃农运动，每未能完成其历

史的任务……是可以证实的。”③准此，则“中国封建社会斗争与统制”框架中所提的两种斗争，实际

都不能打破封建制度。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追问，这种否定结论的得出，到底是因为两种斗争确实都

无法推翻封建制度，还是因为傅衣凌受其研究动机影响( 即探究为何屡屡发生的社会变乱“不能”打

破封建制度) ，将注意力过度聚焦在了消极层面的“不能”而陷入了思维定势? 综合他在这一时期的

相关著述看，答案更倾向于后者。
傅衣凌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社会变乱”的研究，虽然存在上述不足，但它在现代中国史学史特别

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仍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比较社会史论战时期的相关研究即可看出，论

战者虽然提出了许多针锋相对的观点，但从整体上看，他们多是依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框架，

对中国历史进行的长时段、粗线条勾勒。这种以理论框架为准则大而化之的处理方式，不免对中国

社会自身的演变特质造成了损害。因此，在论战时期有学者就已呼吁，要对中国历史“逐时代详加考

察”，“不要为公式牺牲材料”，④但直到论战高潮过后，这一现象才出现明显改观。傅衣凌虽然也着

眼于解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一宏大理论问题，但他是通过对太平天国时期的“抗粮风潮”“捻

乱”“回乱”“团练抗官”等具体问题逐一研究完成的。这不再是将中国社会长期延续或停滞视为定

论，来条理中国历史叙事; 而是通过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或学说的正确与否。也

就是说，在傅衣凌这里，理论逐渐成了研究的指导，而不再是既定的结论。这反映了傅衣凌对待理论

与史料关系上的转变，虽然其研究中多少还带有前者的痕迹。而且，从“中国封建社会斗争与统制”
框架看，傅衣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析，也不再仅是聚焦于经济的形态，而是兼顾经济和政治两方

面，更具结构性和立体化特点。因此，傅衣凌有关“社会变乱”的研究，顺应并推进了社会史论战后中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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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傅衣凌:《关于捻乱的新解释: 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一》，《福建文化》第 2 卷第 2 期，1944 年 6 月; 《太平天国时

代回乱领导人物出身考: 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三》，《福建文化》第 2 卷第 3 期，1945 年 6 月。
傅衣凌:《关于捻乱的新解释: 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一》，《福建文化》第 2 卷第 2 期，1944 年 6 月。
傅衣凌:《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区经济与佃农风潮》，《社会科学》第 3 卷第 3、4 合期，1947 年 12 月。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的新估定》，《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7、8 合期，1932 年 8 月。王宜昌、王礼锡等也有类似主张，参见王

兴瑞:《中国社会史细分派的批判》，《现代史学》第 2 卷第 1、2 合期，193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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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关于明清商业资本集团的研究

稍后于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乱”研究，20 世纪 40 年代，傅衣凌又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商

业资本集团史”的论文。这些论文和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乱”研究秉持着相似的问题意识，即探

讨商业资本为何不能推动中国走出封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傅衣凌对徽商、洞庭商人、陕西商

人的分析模式基本相同，加之他将徽商视为中国商业资本发展史上的“典型”代表，所以，下文即以

《明代徽商考》一文为主，分析其相关研究的特点。
傅衣凌对中国商业资本发展演变的分析，是从其形成之初便带有的先天“落后性格”开始的。以

徽商为例，他认为: 徽州地区地少人多，本已无法容纳过剩人口; 而高额赋税造成的“资金外流”，又进

一步加重了人口压力; 手工业本有希望缓解人口压力，但徽州地区的手工业以供给封建贵族消费为

主，不能成规模生产，因而也无法消纳过剩人口。这样，在无田可耕、无工可做的现实环境下，徽州人

只好向外移徙，徽商由此形成。基于此，傅衣凌便提出了徽商先天的“落后性格”，即他们从事商业活

动的动机，是缓解人口压力和弥补地方资金外流的损失，既无通过商业来控制生产的兴趣，也无改革

生产技术的要求; 同时，徽商多是聚集一地经营着繁杂的项目，且为“贷本之故，必须负担高额的利

息”，所以很难完成资本的“原始积蓄”。概言之，傅衣凌所说徽商的“落后性格”，即他们缺乏将商业

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需求和动力。
在分析徽商先天“落后性格”的基础上，傅衣凌进一步提出了徽商在发展过程中所走的两条“歪

曲路线”: 一是徽商中虽然也有“直接参与工业生产”者，但其产品主要供给封建贵族，消费市场狭

小，这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相当距离。二是徽商在商业活动中获得的“增殖资本”，多被投资于

土地，而徽州地狭田少、赋税重、利息薄，又无法容纳其“过剩资本”。在这种“没有出路的窘态”下，

徽商不是走向官僚资本“与王朝的兴衰，同其始终”，就是将“增殖资本”用于个人或乡族的消耗。概

言之，徽商所走的“歪曲路线”就是他们始终无法完成资本的“原始积蓄”，实现向产业资本的转变。①

由此可见，20 世纪 40 年代傅衣凌关于“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的研究，重在探求它们为何没能

推动中国走出封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仍延续着社会史论战时期形成的问题意识。至于洞庭商人

和陕西商人，傅衣凌对其具体成因的论述虽有不同，但对其所走“歪曲路线”的分析基本一致，此不

赘言。②

和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乱”研究相似，由于傅衣凌意在探求中国为何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

路，所以他对中国商业资本的分析，也以发掘其消极层面的“不能”为主。对此，我们比较 1956 年他

将《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收入《明清时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时所做的修订，可以看得更清楚。
此时，傅衣凌在论述完洞庭商人所走的两条“歪曲路线”后，进一步补充道:“我们还必须认识明代中

叶以后的历史特点，是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业已开始存在，因而也使得洞庭商人

虽其本身仍具有浓厚的寄生性，但亦不能不受着时代特点的影响，逐渐的把他们的资本扩大，走向生

产上面去，而采取新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方法……这一个生产上的新因素，虽在清朝建立后，

中国经济遭受阻抑，但仍在继续发展中。”③这里所论洞庭商人受时代影响，逐渐将商业资本投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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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傅衣凌:《明代徽商考: 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汇报》第 2 期，1946 年 12 月。
参见傅衣凌:《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 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三》，《社会科学》第 4 卷第 2 期，1948 年 6 月; 《明代陕西商人

考略: 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论之六》，《社会科学》第 4 卷第 4 期，1948 年 12 月。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03—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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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面，显然是对前述中国商业资本不能转化为产业资本观点的补充。这一补

充正可说明，1949 年前傅衣凌对此是有所忽略的。
不过，和社会史论战时期相比，傅衣凌对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仍做出了重要推进。商业资本在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商业资本主义能否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

段，是社会史论战的重要问题之一。和其他问题的讨论相似，论战者对中国商业资本的分析，也多是

用既有的结论去剪裁中国历史，或者说是截取片段的材料去填充宏大的结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将彼此关于中国商业资本认识正确与否的争论，转变成了对马克思有关商业资本论说理解准确

与否的争论。这从他们频繁征引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中所说，商业资本对旧的生产方式具有解体

作用，但对旧生产方式的解体和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并不具有决定作用来批评对方的错误，①即可看

出。时人批评这是“把方法当结论”来代替历史的研究。② 傅衣凌对中国商业资本问题的研究，背后

当然也有理论的指导，但他不是“把方法当结论”来代替历史的研究，而是通过对徽商、洞庭商人、陕
西商人等具体案例的实证研究，得出中国商业资本无法向产业资本转化这一结论的。虽然其具体结

论后来有所调整，但这种研究方式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整体性转变，即从社会史论战

时期偏重理论方法的争鸣，逐渐转向了偏重专题实证的研究，尝试通过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

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

结 语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志趣和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其

具体研究领域虽有调整，但问题意识并无根本改变，始终在探寻被当时人视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

中之谜的时代”的特殊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长期处于这种特殊社会而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
在这一过程中，傅衣凌至少表现出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

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他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理论工具，但他努力探寻的却是中国社会相对

于这一普遍规律的特殊之处。这就说明，傅衣凌不再像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很多学者那样“为公式牺

牲材料”，而是已经注意到并开始尝试处理规律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第二，傅衣凌

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延续着社会史论战留下的问题，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已不再是“把方法当结

论”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从某一地域或专题入手，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

研究，来验证或解决理论问题。也就是说，相比社会史论战时期偏重于宏大理论的争鸣，傅衣凌提高

了对专题实证的重视，理论指导与实证研究逐渐得到了更好的结合。
傅衣凌的这些特点，也是社会史论战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者的共性特

征。例如，与傅衣凌大致在同一时期走上社会经济史研究道路的何兹全，就是通过对魏晋时期的庄

园、兵制、佛教寺院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论证其魏晋封建说的。③ 全汉昇也是从某一地域( 如两宋

时期杭州、汴梁、广州等) 或专题( 如官吏之私营商业、寺院所经营之工商业、物价变动等) 入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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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60—376 页。
“把方法当结论”是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者的总体批评，参见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34 年 12 月。
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第 2 卷第 9 期，1934 年 9 月; 何兹全:《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食货半月

刊》第 1 卷第 1 期，1934 年 12 月; 何兹全:《魏晋南朝的兵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6 本，194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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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证明唐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实现了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

变，而非一般所说的中国社会长期停滞。① 其他诸如陈啸江对西汉和三国社会经济的研究，②蒙思明

对魏晋南北朝和元朝阶级制度的研究等，③无一不表现出相同特点。这些史家研究的具体问题虽不

相同，但重视理论工具的运用，以及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推向专题实证的取向基本一致。因此可

以说，傅衣凌的治史特点，实际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同时，在社会史

论战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家群体中，与上述傅衣凌、何兹全、全汉昇等表现出相似治史取向

或特点者并非少数，如梁方仲、汤象龙、吴晗、杨联陞、戴裔煊、鞠清远、武仙卿，等等。这些史家大多

出生于 1910 年前后，在社会史论战时期奠定治学取向，或受论战影响改变治学取向，开始从事唯物

史观话语下的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即便抛开政权鼎革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巨大影响，当这

一代史家成为学术中坚力量后，唯物史观历史学也会随之成为史学界不容小觑的力量。

( 作者李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副研究员; 邮编: 100101)

( 责任编辑: 尹媛萍)

( 责任校对: 敖 凯




















 






















)

《海德格尔、狄尔泰与历史主义的危机》

查尔斯·巴姆巴赫著，李果译，卓立译校，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该书是“历史现象

学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作者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哲学系教授。该书从后现代主义

视角详细介绍和分析了海德格尔哲学和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并对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

德国的所谓“历史主义危机”进行解释。作者认为所谓“历史主义危机”是许多德意志知识分

子在 20 世纪初对历史研究中方法和对象的过多关注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其中两点最为重要:

一是相对主义对绝对价值的解构; 二是专注过去并对当下进行解构。该书涉及的现代性、后现

代性、历史与当下等主题都是西方历史哲学领域曾经或正在关注的重要议题。全书除导论外

共五章，分别是: 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夹缝中的德国哲学; 文德尔班的科学分类学; 海因里希·
李凯尔特的历史科学知识论; 威廉·狄尔泰的“历史理想批判”;“时间的断裂”: 青年海德格尔

对历史主义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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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梁庚尧:《历史未停滞: 从中国社会分歧论争看全汉昇的唐宋经济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第 35 期，200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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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nales”in Tacitus＇Historical Writing and Its Political Function / / Cai Lijuan，Wang Ao

Tacitus chronicled the history of the Ｒoman Empire from Augustus to Domitian in the Annales. In his
historical writing，he discussed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politics. In doing so，
he attempted to prov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ulers ＇ virtues and the quality of principate as a political
system. He spent his political career mostly under Domitian＇s reign，and began writing history during Trajan
＇s period. He was cautious in historical writing due to Domitian＇s tyrannical rule，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he hoped to provide lessons to the noble class through writing history，and to cultivate virtues.
For both reasons，he chose the annals rather than the popular genre，imperial bibliographies，in his
writing. Although emperors remained at the center of the narrative，Tacitus focused on emperors ＇ ruling
skills and trickeries as well as the noble class＇ response in this work. His way of writing betrays his motiv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Theory in Western Scholarship / / Liao 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formation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as been a focus
of studies in Western scholarship. The American historian John Brewer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the“fiscal-
military state”，emphasi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ion，sophisticated taxation，and
increased military strengths among early modern European states. This concept became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historical analysis，but scholars have also pointed out some of its flaws. For example，it
overplayed the capability of early modern states and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fiscal resources. Some
Western scholars have recently attempted to revise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theory. Challenging the
dichotomy between“public”and“private”sectors，they adopt the concept“contractor state”in focusing on the
states＇practice of contracting their war efforts to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doing so，they highlight the essential
roles played by private sectors in the military endeavors of early modern Europe. Applying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they adopt the concept of“fiscal-military system”to further study the interactions among states，
semi-sovereign polities，and private actors，in which manpower，money，supplies，expertise，service，and
information required were exchanged through a number of“fiscal-military hubs”，portraying a Europe-wide
network for mobilizing a variety of military resources. These studies have drastically enriched the perspectives of
and broadened the approaches to studying military history as well as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Fu Yiling ＇s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 / Li Zhengjun

Influenced by the Debate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Fu Yiling established his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studying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following ten years，he embraced the universal law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reveal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analyzing
Chinese social history. Different from those scholars that“sacrificing materials for formulas”in the earlier
debates，he began to work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law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history. He verifie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theory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instead of“taking the
method as the conclusion”. These outstanding features in Fu＇s research are the reflections of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studies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during the Ｒepublican period in China.

Ｒ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Studies of Ancient Korea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n the Past 100
Years / / Sun Weiguo，Qin L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classics printed in ancient Korea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ince then，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Korean historiography started to unfold.
Historians such as Meng Sen and Wu Han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Political situation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this topic from 1949 to 1992，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During this period，scholars in Taiwan，China，produced some
pioneering works，which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studie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fter 1992. A review of studies of Korea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show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sults of Chinese academia: there are a greater quantity of papers than monographs，of
thematic and narrative reviews than comprehensive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s，more attention to Korean
historical books in Chinese than non-Chinese Korean historical books，a greater quantity of self-talking
monologues than dialogues with Korean academic circle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scholars need to make
more comprehensive effort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studies of Korea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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